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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说，汉学家们也

有自己的“中国梦”：“让中国

学者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外

国学者交流；让我们看到尽

可能多的材料，与中国学者

交换看法，提高对中国的理

解。” 

早报记者 许荻晔 发自

北京 

9 月 6 日，由国家汉办

（全称“中国国家汉语国际

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中

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的第四

届汉学大会开幕，来自 38 个

国家和地区的 200 多名专家

学者将在两天时间里聚集人

大，从多学科视角就东西文

化交流展开对话。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原主任、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傅高义，法

国巴黎索邦大学校长巴泰雷米·若贝尔，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汉学家协会

主席弗拉基米尔·米亚斯尼科夫，原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校长阿冯斯·腊碧士，国

际哲学协会联合会主席德莫特·莫兰，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汉斯·伯滕斯等均出

席了大会。 

汉学即中国学，指中国以外的学者研究中国的学科，研究方向可包括中国历

史、政治、社会、文学、哲学、音韵学、史学、经济、书法等，甚至也包括对于

 

 

 

 

 

 

 



海外华人的研究。从 1814 年 12 月 11 日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在法兰西学院主持第

一个汉学讲座算起，学院式、专业化的中国研究至今已存在了 200 年。 

2007 年，中国国家汉办与中国人民大学发起举办第一届世界汉学大会，以

“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为主题，而后在 2009 年、2012 年，分别又举行了“汉学

与跨文化交流”、“汉学与当今世界”为主题的两届大会。大会以“东学西学·四百年”

为主题，设有诸多议题：《元典互释与东西文明：思想对话的“中国主题”》；《文

化沟通与双向影响：历史钩沉的“中国记忆”》；《文化塑成与经典翻译：域外变

迁的“中国形象”》；《文化传统与制度选择：当今世界的“中国角色”》等。傅高义、

杜维明、艾恺等知名汉学家在这两日内均有主题发言。 

傅高义在开幕式上介绍，汉学家在研究中国的过程中，遇到的比较大的问题

一是自由，二是媒体声音，但他认为“给外国人机会来到中国是好的，我们早晚

水平会提高的，可能暂时会有一些困难，但是长期是好的”。傅高义介绍，汉学家

们也有自己的“中国梦”：“让中国学者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外国学者交流；让我们

看到尽可能多的材料，与中国学者交换看法，提高对中国的理解。” 

被掩盖的比丘林 

汉学产生的一个重要源头是来华传教士。早在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科学院便

派传教士前往中国。早期的“汉学”主要处于典籍翻译阶段，也渐渐将一些中国文

学作品带入欧洲。如伏尔泰当年在法国颇为轰动的戏剧《中国孤儿》，即根据传

教士马若瑟所节译的纪君祥《赵氏孤儿》改编。除了翻译，早期传教士们的中国

论述也在欧洲流传、出版，但观点总体而言流于表面、片面，甚至不乏歪曲。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汉学家协会主席弗拉基米尔·米亚斯尼科夫认为，

汉学从典籍翻译转变为一门有科学方法的学科，俄罗斯传教士比丘林功不可没。

比丘林 1807 年来到中国是为了传播东正教，但这样一个业余汉学家，在中国待

了 40 年，走遍中国大地，乃至满洲、西藏、蒙古等地区等都留下过他的足迹，



涉及中国的历史、地理、经济和文化。其人离开中国时，带走的手稿、图籍达 1.4

万磅，分装 15头骆驼驮运，米亚斯尼科夫认为，“比丘林是俄罗斯东方研究经典

学派的创始人，他也非常成功地将俄罗斯的人文研究与欧洲的汉学相结合，建立

起了汉学研究这个学科。” 

米亚斯尼科夫将这位东正教传教士与著名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对比：两人同

年来到中国，都有很高的中文水平，都编写了中文词典、语法书，但命运截然不

同。1824 年马礼逊回到英国，受到国王接见，在伦敦的精英圈子很受欢迎，并

引领起英国人对中国的兴趣；而 1822 年回到圣彼得堡的比丘林直接被流放了 4

年。结束流放后，比丘林邀请普希金一起去中国却遭到拒绝。 

米亚斯尼科夫介绍，马礼逊与比丘林对中国的著述里，不仅有关于中国的统

计学描述，也着重在语言、历史、地理、政治、宗教、风俗、民情等角度深入理

解这个古老帝国。“比丘林希望能够真正提供一个关于中国的论述，他关于中国

的知识使他很受理藩院的欢迎，因为他可以翻译来自欧洲国家的信件。他对语言

的掌握也使他能够和中国各个阶层的人打交道并收集各个领域的信息。” 

大量的信息使比丘林改变了最初介绍中文语法的计划，1828 年到 1830 年，

他出版介绍了西藏、蒙古等历史与现状的书籍，翻译了中俄对照的《三字经》，

还写了一本书关于成吉思汗家族的四大可汗，在其《北京志》里，还绘制了 1817

年的《北京城郭图》。“1848 年，比丘林出版《中国的行政和风俗概况》是一部

百科全书似的著作，分为四个部分介绍中国，他的一些观察和结论成为后来研究

中国人的民族志心理学的科学基础。” 

二战后的汉学 

二战以后，海外汉学的研究重点转向现代中国。巴黎索邦大学校长巴泰雷

米·若贝尔回忆， 1973 年，中国在巴黎举行了出土文物展览，这是新中国的出

土文物第一次在国外展出，但集中了从 60 万年前的蓝田人时期到 14 世纪元代



的艺术珍品。若贝尔当时还是一个小男孩，但他记得他的家人与公众都非常兴奋：

“通常来说他们对于中国的东西没那么感兴趣，但法国公众第一次能看到中国的

艺术品，其中甚至包括在中国刚刚被挖掘出来的青铜器。这是东西方文明分离几

十年后第一次再见面，也是我们卓有成效的交流的开始。” 

到 1993 年，若贝尔在板球队的一个朋友娶了一个中国女孩，整个板球队将

新娘轮流扛在肩上，扛到了新郎家，因为他们以为这是中国的结婚传统，“虽然

我不知道是不是严格按照中国的方式来做的”。今年中法建交 50周年，最令他感

慨的是，“从国家的关系恢复，到艺术的交流，再到人与人的交流，在过去的半个

世纪当中我们两国走过了多么长的旅程啊。” 

费正清东亚中心第二任主任傅高义则认为，二战对于美国，可能也有中国改

革开放般的意义：二战之后，美国开始意识到了解世界的重要性。费正清在美国

汉学研究中功不可没，不仅在于其学术成果，更在于推广了这个学科：“费正清

那一代的梦是培养中国学学者，让政治系和法律系有专门研究中国的人。当时社

会学研究中国的没有，虽然我很年轻，但费正清先生培养我作为一个社会学系的

中国学学者。当时虽然美国没有办法跟中国交流，但我们相信慢慢是有机会的。” 

2000 年从哈佛退休后，傅高义开始研究邓小平，“我思考我该做什么，来帮

助人们理解一些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所以我主要关注的是让人们理解改革

开放后的中国。”而写出《邓小平时代》，他最感谢中国的学者和官员的支持。相

比“改革开放的建设者”，傅高义更认为邓小平属于“总设计师”，他认为邓的做法

更近于实验：“我觉得他没有清晰的蓝图，虽然他已经决定把市场放开一点试试

看。但他没有用西方或者苏联的方法来实验，他用适合中国的方法来实验，并根

据实验效果继续工作。” 

“我认为中国是非常幸运的，在改革开放中有邓小平这样一个领导人。”傅高

义说。他认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需要双方极大的勇气。1978 年 5 月，卡特派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秘密转达了建交意愿，当年夏天开始谈判。中美



正式于 1979 年 1 月 1 日建交后，邓小平在 1 月底访问美国。在得克萨斯时，一

名牛仔送了一顶牛仔帽给邓小平，他笑着戴在了头上。 

“这张图片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成为新中国的一个象征。而对于中国国

内，很多人那时觉得美国是帝国主义，但看到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在美国的表

现，感觉很好，这时候人们开始研究美国。”傅高义说。 

从世俗人文主义到精神人文主义 

在米亚斯尼科夫看来，相对西方汉学以旁观者角度来分析中国现实，中国的

汉学“分析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这种中国汉

学有着一些基本理念，比如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是给中国文化一个关键的作用，

以此去建立和平、和谐的世界文明”。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昨日提

出，基于儒家传统的精神人文主义是汉学研究当中非常重要的领域：“表面上它

似乎不会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景，或者是去影响第一世界的国家来接受中国成

为一个多极化世界中一个重要的角色的过程，但是从整个世界观念的角度来看，

如何找到一个和平发展的可持续方法，以及文化上能够对话与理解的方法，这需

要我们新的思维方式、新的伦理以及新的宇宙观。” 

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曾有论断，世俗人文主义已经成为主要的意识形态，

乃至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了宗教。杜维明认为，世俗人文主义最明显的表征即是民

族主义。而一个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的论述，又被科学物质主义与工具理性主义

所主导，他认为中国的道德危机主要是信仰缺失，尤其年轻人缺少敬畏感。在这

种情况下，强调天人合一、天下和平的精神人文主义，推动的是对话、和解与和

谐，“和谐的前提是不同，可以有不同价值的观点比如理性主义、环保主义、多文

化主义、宗教多元主义等观点共同地形成合力，成为普遍自觉，成为一个真正的

世界永久和平的愿景的基础。” 



杜维明强调，要达成精神人文主义，人不仅要进行自我的修身，也要建立人

类的共同体，并且尊重自然，除此之外，他提出第四个维度：尊重天道。他介绍，

在他的“跨宗教和跨文明的对话”中，发现儒学是可以超越汉语文化圈、中华文化

圈，走向全球主义的。“自 2013 年以来，中国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 GDP

对于发展只是一个非常有限的衡量方式。除了经济的因素，政治、社会、文化和

生态的维度必须被包括在全面发展战略之中，这样一个更加广大的愿景，让我们

非常有勇气、有创造性地去思考中国可以传递什么样的文化信息，它会是多元的、

开放性的，而且是自我反思的。中国不能成为一个民族主义国家，而应该实现它

的文化理想，成为一个跨国家的、精神性的文明主义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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